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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倫導演采訪記錄 
 

周先生於 2018 年 5 月 16 日訪問了德國波鴻魯爾大學東亞學學部，先跟學生

一起看他的作品《暴民》的片段，然後回答學生的提問。 

 

問: 周導, 您為什麼決定拍攝這樣的紀錄片？ 

周世倫: 我拍攝的形式其實非常多元。我最出名的兩部片子算是「太陽，不

遠」和「暴民」，所以大家都以爲我是一個專注政治題議題的導演。但是其

實我在臺灣也做戲劇和廣告 CF 拍攝。 

我最早拍的一部紀錄片片名叫做「天使」，記錄一所學校的特殊教

育。第二部紀錄片叫做「河」。記錄當時桃園的阿美族河岸部落（撒烏瓦滋

部落）原住民被強迫遷移的事件。第三部紀錄片叫做「神選者的道路」。記

錄我的父親追隨上帝的信仰過程。第四部紀錄片大概就是大家熟知的「太陽，

不遠」。這是與十個導演共同創作的作品，記錄太陽花學運。第五部紀錄片

就是今天各位看的「暴民」。它其實在探討，學運的學生到底是暴民，還是

懷抱著理想對抗體制的理想主義者。第六部紀錄片是「希望」，記錄一個非

常重要的台灣原住民兒童合唱團。第七部作品片名是「迴家」。它其實是關

於台灣原住民族的土地轉型正義。於此同時我其實正在規劃要拍攝一部劇情

片。它是有關性別平權議題的藝術電影，預計 2020 年上映。 

不過回歸到剛剛這位同學的問題：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一部紀錄片？

我想，其實最主要是因為，「太陽，不遠」記錄的觀點，大部分集中在這個

活動的議題上面。而我們期待「暴民」帶領大家看到更多的當代的年輕人，

他們對政治的想法跟轉變。 

問: 您在政治上很積極嗎？您在台灣經常參加遊行示威活動嗎？ 

周世倫:這個問題我昨天想了一整個晚上。我第一次站上街頭，是我的父親

帶領我去參加一個活動，出發之前我並不知道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活動。 

那一年是 1979 年「美麗島」事件，當時我才十一歲。第一次站上街頭，最

重要的學習是，父親帶給我這一生從來不會改變的價值觀，就是人人生而平

等，人權天賦這樣的概念。政府的權利應該從人民而來，沒有任何一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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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擁有奴役人民，控制人民自由跟言論的權利。那一個夜晚，我很難過，

哭得很淒慘。因為催淚彈真的厲害。 

我現在接下來要講的是，我第一次參加暴力衝突事件，那是在 1988

年的台灣的 520 農民運動。 

這麼多年來，我經常站上街頭跟著大家一起抗爭。但我想，我不能

算是一個積極的政治參與者，因為我對政治並沒有高度的野心跟權力慾望。

更多時候，參與這些抗爭，是為了實現我對身為一個基督徒的自我要求，跟

實踐基督教義的貫徹。 

問: 您在國外的時候參加過遊行示威活動嗎？如果您參加過的話， 您認為和

台灣的遊行示威活動相比，國外的有什麼不同？ 

周世倫: 我想我必須承認，台灣的民主跟自由的進程遠遠落後西方民主社會

五十年。 

我第一次到德國的時候去了柏林。我看到就是很多人準備要上街遊

行。於是我很興奮得跟我的伙伴說希望他帶我去參加。然後那個伙伴很不屑

的看著我說，這是「Tea Party」。意思是說，那是一個不會有任何激烈抗爭

衝突的遊行，所以對他們來說，他寧願去喝下午茶也不願意去參加。他告訴

我，通常德國真正的示威遊行，基本條件要先燒掉兩台汽車。[大家笑] 如

果有機會，我倒是很想參與。 

問: 周導, 您為什麼把您的電影取名為「暴民」？ 

周世倫: 這其實是一個視覺設計上的小詭計。當時的政治媒體，支持政府的

媒體，他們通常希望用「暴民」這兩個字來型塑學生的遊行運動，或者是抗

爭運動，然後希望能夠降低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不過，我們通常這樣理

解，這些都是支持統治者而產生的政治想像。他們這樣做，其實是為了支持

執政者，所以產生了很多政治想像，常用「暴民」這兩個字來形容這些公民。 

所以，我們嘗試在視覺設計上做一個試驗：我在中文使用「暴民」

這兩個字，順應了媒體的說法, 但是在英文的部分，我們則嚐試使用「覺醒

中的公民」來註解「暴民」這兩個字。希望藉由這個設計，讓「暴民」 這

兩個字產生一個反義的重新定義。所以其實，我們希望用視覺設計引導大家

重新去思考，抗爭的覺醒公民跟「暴民」的不同。 



3 

 

問: 我們發現，您選擇了和紀錄片「太陽不遠」中同樣的角色。您是如何挑

選劇中的角色的？ 

周世倫: 第一個，「太陽，不遠」 是一部在台灣是非常知名，觀賞率很高的

一部紀錄片。「世代正義與藍綠之爭」的那個片段裡面，其實很多人物出現

過。我們覺得，可以帶領大家更深入得認識這些人。第二個事情是，我們在

電影裡可以省去很多時間來重新介紹他們的出身。所以當時的確希望能有一

些承襲『太陽～不遠』的脈絡，畢竟，重投介紹每一個人會花去很多時間。 

問: 您為什麼主要採訪了女性？您是否想強調，很多女性也參加示威遊行？ 

周世倫:「暴民」的片子裡面大概一共有十位受訪者（其中女性角色的確過

半）。但我其實想提醒各位的是，冠華在「反課綱」事件裡面，選擇犧牲他

的生命來重新燃燒運動的動能。 

所以在製作會議上，我們的整個製作小組，其實有很多的討論。某

種程度，我們覺得「反課綱」是「太陽花學運」延伸下來非常重要的一個進

程。但是另外一個層次，冠華已經離開人世，我們到底怎麼忠於他自己想要

說出的事實，這件事情讓我們非常困惑。所以經過，大概一個禮拜不斷的討

論，最後我們達成的協議是：如果不從導演口述的觀點來看待這個事情,最

好的方法就是邀請他的母親。所以「暴民」是一個嚴肅的政治議題式的紀錄

片，對我們來說，性別不是考慮的重點。通常我們更關切是，這個人物的代

表性是不是充分而且足夠。 

問: 但是女性在片中出現的比男性多。 

周世倫: 比如說，你們看到的第一個出現的人物——小小，她其實代表一個

對政治完全懵懂無知的覺醒者。318 發生的晚上，她本來在便利商店買茶葉

蛋。她的學長騎著摩托車來買了一包香煙，然後跟她說衝進立法院了，你要

不要來。小小當時很興奮，她說衝阿衝阿衝阿，我也要去。沒有想到，從那

一個晚上開始，就改變了她整個人生，也改變了她對政治的看法。 

另外一個我們覺得值得觀察的部分是柏瑋跟哲成。他們兩個代表的

是深藍鐵票重新對社會運動的覺醒跟認知。甚至我們運用了哲成父親對他的

轉變的看法來說明。就是我們所謂的 1945 年漢移民的第二代，如何重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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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他們對政治的看法。所以拍攝這兩個代表性的人物，其實想要塑造跟說明

的，就是新一代的漢移民到台灣之後本土化的進程。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布農族女孩 Savungaz。我不能特別強

調她的性別，因為她在台灣是非常重視性別平權的人。Savungaz 代表的是，

台灣對原住民族過去的歧視，跟未來我們對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期待。

Savungaz 是「美麗灣」抗爭事件非常重要的代表性的人物。她在台灣留下一

個非常經典的名句：環境評估本來是希望，它能夠降低人為開發跟商業開發

對大自然環境造成的傷害。不過一個房子蓋好了之後，還要重新做一次環境

評估，當然它的用意只有一種，就是政府要對他自己的違法事項做補充認證。 

同時在那個時間點，大概就是張志軍跟陳雲林陸續拜訪台灣的時候

我在這裡要探討的不是政治議題，而是對文化的認知。原住民族有自己的祭

祀儀式與文化，他們對此非常重視，它不是一般的表演。台灣負責接待來訪

的官員，顯然有點 stupid。他們把原住民族的祭祀儀式當成藝術表演，帶著

從中國來參訪的官員進入到他們的祭祀儀式裡面，並且破壞了整個祭祀的進

行。所以當時，台灣原住民族的年輕人對這件事情非常生氣，也對中國官員

產生了相當的敵意。他們不斷的討論，怎麼用更和平的手段解決這個爭議。

所以後來，他們就決定發起了一個運動，就是剛剛各位看到的「觀光觀光

局」。那個活動其實策略非常有效。他在提醒漢人，如果有一天大家任意打

開你的門，到你的客廳去觀光你的生活，你到底會有什麼樣的感覺跟回應。

從那次以後，觀光局就命令各級縣市政府不可以再辦類似的活動。 

另外一位人物是曾柏瑜，她跟少馳都是年輕的世代裡面後來決定參

與政治選舉的人。尤其柏瑜，曾經是太陽花的媒體發言人。同時他們堅持認

為，選舉應該將所有的帳目公開，用最低的成本嘗試著爭取人民的信任，並

且能夠選上那個職位。 

最後我想提一個特別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大家最後看到的，做各種

不同 cosplay 的品妤。品妤某種程度代表的是台灣所謂的「潮」世代就是流

行風潮的這個「潮」，以及「潮時代」的年輕人對政治參與的看法跟態度。

品妤同時是目前台灣性別平權非常重要的一個代表性人物。她個人看起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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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女性化。但其實她的個性非常的剛強。她在修法律學位之外，也修社工

學位。因為她希望，未來能夠在婚姻暴力這一女性議題上面努力。 

不管如何，其實我們希望藉由「暴民」讓大家看見新一代台灣人對

面對政治的態度。 

在許多台灣的老一輩的政治人物，甚至是學者認為，學生是迷失的

世代的當下。我們嘗試藉由「暴民」說明，他們不是傳統政治思維的迷失者，

而是新的政治視野的發現者。 

問: 台灣的很多電影院拒絕放映「暴民」 這部紀錄片。您認為，為什麼會這

樣？您對此會繼續做哪些努力？ 

周世倫: 台灣過去 10 年來，所有的藝術工作者都要面對同樣的一個問題:不管

你是藝術工作者或者你是發行企業，不管你在藝術的任何一個環節，只要你

被貼上「台獨」這兩個字，你就會在台灣完全活不下去。所以不管你是誰，

你都會盡量避免去碰觸台獨這個議題。只有在民調的時候，我們才看得出來

支持「台獨」的到底有多少人。戲院跟發行商通常同時在中國也有很大的事

業體系，所以他們難免會自我審查。 

至於自已可以做哪些努力嗎？我想我會向李惠仁導演看齊。在招募

資金的方式這部分，我們允許大量的捐贈者用「無名氏」這三個字。所以你

會發現，現在台灣最多人使用的名字叫做「無名氏」。我們藉由這樣的方式，

以最低的成本跟最低的需求，來完成在我們心中更偉大的作品。同時我們嘗

試著學習，把「票房」跟「賣座」這兩個字，從我們的字典裡面拿掉。未來

作品都會在網路上免費給大家看。我把紀錄片導演這樣的工作當成一個牧師

或者是神父，而他工作的目的就是達成宣揚教義的目的。 

問: 在拍「太陽不遠」和 「暴民」這兩部電影的過程當中，有哪些事情讓您

特別難忘？ 

周世倫: 因為我的出生背景，其實我是一個非常重視家庭價值的人。很多時

候當我在看德國的紀錄片的時候，我不得不佩服 1968 年那些學運學生的家

長他們的偉大。因為在「太陽花學運」跟「反課綱」的期間，其實有很多孩

子被家裡驅趕出來，他們必須露宿街頭。家長會把家裡的鎖換掉，不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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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會把他們的賬戶結清，讓他們再也沒有資金可以運用，會停掉他們信

用卡。我其實不了解，為什麼會有父母把孩子逼上這樣的絕境。 

我想我雖然是一個記錄片的導演，但是我有責任解決我看見的社會

問題。所以那段時間是我最痛苦的時期。因為我必須同時解決許多學生在生

存上的困難。這樣四年過去了，到今年 2018，到目前為止大概只剩下一個學

生還沒有辦法回家。可是請大家放心，我們幫他申請了學校，幫他申請獎了

學金。他現在很好，住在宿舍裡面。 

但我比較期待，在座非常年輕的各位，總有一天，萬一你們遇到這

樣的狀況，要與孩子溝通，不要把他踢出去。不要讓問題離開你的家庭，然

後變成社會問題。 

問: 您為了台灣的未來和未來的發展有什麼希望？ 

周世倫: 正如我剛剛說，我認為台灣的民主進程遠遠落於後西方民主社會將

近 50 年。儘管一個世代又一個世代不斷的努力，不斷的用思想跟身體與執

政者衝撞，但是進步的速度永遠如此緩慢。基於這樣的理由，我自己也經常

在想，當中國不斷的提出希望兩岸統一，那麼兩岸統一比較可能達成的條件，

到底是什麼？什麼才能讓台灣人欣然接受統一？我很難有一個具體的答案，

但我覺得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容易達成的條件。就是，中國放棄一黨專政的集

權體制，同時共產黨員必須放棄他們龐大利益共犯結構的體制，還給中國的

人民民主自由跟天賦的人權。可是這畢竟只是台灣人的想像，這個太難達成

了。台灣整整努力了 60 年，才有那麼一點點的進度與成就。我想很難說服

台灣人和大陸統一，因爲如果統一，必然要再退回原點。 

馬英九政府不斷的說，台灣「天然獨」的比例越來越高是因為教材

被陳水扁變更了。但我覺得，那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重要的還是因為，台

灣人開始知道什麼是自由，什麼是民主，什麼是人權。當你享受過這些權利

之後，很難要你再放棄這些。所以我想應該這麼說，台灣人追求台灣獨立最

大的一個因素，其實是因為希望保護我們曾經努力過、盡力爭取到的民主跟

自由。所以我想，盡全力的進一步追趕西方民主國家的民主進程，是台灣要

不斷努力的方向。但是眼前看起來，追求獨立，似乎是台灣人民唯一能夠走

的路。 


